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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永历八年 [1]（1654），中土动乱不堪且异族称霸，怀揣着弘法

理想与热切愿望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在日本长崎兴

福寺 [2]住持逸然性融 [3]等人第四次恳切的启请之下，做出了东渡日

本的重大决定。 同年五月十日 [4]黄檗山僧俗二众依依不舍，护送隐

元一行南下泉州府同安县中左所（厦门），其中廿余人于六月二十一

日起航，乘郑成功所辖船护送出海 [5]。 七月五日到达日本长崎港。 在

其弟子独往性幽编纂的 《黄檗隐元禅师年谱》[6] 中解读了隐元东渡

的心理状态：亦厌观京华寥落，文物销沉云尔。其深心岂易为流俗人

言哉。 [7]

面对不可避免的“亡国”现实、异族统治，作为出家人的隐元选

择东渡海外，弘扬“祖道” [8]。 这种为保故土文化而寻求海外天地的

深谋远虑，可说是隐元对家国命运的抗争和超越。 同时隐元在初抵

长崎时即作自赞，认为日本政治稳定、佛法尚落后，大有“喜黄檗之

将成”[9]的自信心。 正是：

乐扶桑之太平，发天地之中和，礼万物之枯荣。一叶西来祖道

东兴，猗欤伟哉民莫能名。 [10]

隐元隆琦（1592-1673），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普通商人家庭，28

岁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法名隆琦 [11]。 作为临济

宗第三十二代正传，密云法子费隐通容的法嗣，隐元赴日之前，曾两

度应请住持福清黄檗山，计 17 年的住持岁月里令黄檗山大为振兴，

宗风盛于江南， 一跃为明代禅宗弘法重心之一。 赴日后的余生 20

年，隐元又将临济宗黄檗法脉在日本开基扎根，黄檗宗不久即成为

日本江户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且这种影响力渗透至社会的

方方面面。正如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所说 :“近世日本的社会进步 ,无论

从哪方面看,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法解释。 ”[12]由于影响之多之

大实难一一列举，笔者将黄檗宗广泛而深远的“江户现象”粗略总结

为三个层面：一是审美风向，二是技术革新，三是思维方式。 对于后

世所统称的“黄檗文化”，笔者毋宁认为是以一种“黄檗审美 ”为主

导，由宗教界横向扩展到江户社会，由上层人士自上而下地纵向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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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普罗大众中的风向。京都万福禅寺壮丽的晚

明南方佛寺建筑风格，黄檗禅僧们善品鉴、精诗

文、擅书画的高雅文人趣味，极大震动日本僧俗，

是他们促成了“唐样书风”“文人画”“南画” 的产

生与发展。 “文人画”的清雅淡逸，再逐渐由上而

下融入普通民众的审美中，对“唐样”的模仿因此

重开时尚风气。 再如“煎茶”茶道代替“抹茶”“普

茶料理”；素食受到追捧、“隐元豆”的种植食用、

主宾落座礼仪， 及四人对坐而食等新习俗的普

及，与其说是对习俗内容的欣赏学习，倒不如说

是对以隐元为代表的黄檗团体之风貌的追逐崇

拜了。 对黄檗美学的追捧，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对

技术的学习与传承上，这些技术覆盖江户时期社

会民众的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

方面，最后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民的思维方

式，反映在他们的生死观、自然观、修行观等等生

命哲学、审美哲学中。

对比后世的辉煌，反观彼时初抵异土、年逾

60 的隐元， 眼前面对的东瀛弘法之路远比想象

中艰难。他奔走过、徘徊过；受过排挤、承过压力；

一边是故土殷切的催归， 一边是他乡迷茫的前

途；所幸他支撑下来，守得云开见月明。而在这一

过程中，法团的殊胜、政府的支持，以及针对东瀛

佛教的种种乱象而做的对症下药，是隐元东瀛开

宗并弘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条件。

一、法团殊胜

（一）法嗣追随

新开黄檗壮禅基，正脉流传海外奇。

有志英灵须着眼，苦心道义共扶持。 [13]

1654 年陪同隐元东渡并留在长崎弘法的弟

子有慧林性机 [14]、独湛性莹 [15]、大眉性善 [16]、南源

性派 [17]、独吼性狮 [18]等二十多人，这几位虽不是他

门下数一数二的法嗣，但个个是龙象。 待到 1655

年从中左所出发的木庵性瑫和 1657 年从浙江温

州出发的即非如一齐赴长崎，隐元黄檗宗十个法

派的初祖已聚集七个。

木庵性瑫（1611-1684），泉州吴氏，黄檗宗紫

云派开祖， 是隐元在日本建寺立宗最得力的助

手，也是日本黄檗山万福禅寺第二代住持，同时

也是隐元弟子中法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位。 除

了禅法过人之外，他也是一位诗书画卓然成家的

大文豪，与隐元、即非并称“黄檗三笔” [19]，对当时

日本书法界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即非如一 （1616-1671），黄檗宗下第二大派

系广寿派开祖。 他历住福州雪峰崇圣寺、日本长

崎崇福寺、小仓福聚山等名山巨剎，著作宏富，不

论在中国明清佛教史，还是江户佛教史上都有重

要地位。 除“黄檗三笔”的美名外，即非的诗作在

高产之余还用词精妙，更饱含爱国深情，在当时

的日本文坛极受赞誉。 作为林希逸 [20]后人，他据

家传旧本所校注的《即非老子经》在江户日本广

受欢迎，其三教合一思想 [21]也是黄檗门下一大特

色。木庵、即非两人个人学养俱为上乘，在日本又

培养了大量优秀黄檗生徒，被后世并称黄檗宗二

甘露门。

（二）名士皈依

在隐元赴日弘法的整个过程中，有不少明朝

杰出人士，他们或为文豪、或为武将，皆因有感于

隐元的民族气节、弘法大愿和高尚魅力，毅然皈

依佛门，辅助隐元。 如独往性幽 [22]、独耀性日 [23]、

独立性易 [24]等，其中独立性易在黄檗宗东传过程

中贡献巨大。 独立性易（1596-1672），原名戴笠，

出身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 [25]，明亡后矢志抗清 ，

与抗清志士、明朝遗民朱舜水 [26]颇有交往，南明

永历七年（1653)正月，因对时局绝望 ，58 岁的戴

笠远渡长崎。翌年十二月八日在长崎兴福寺从隐

元出家，法号独立，法名性易。 独立精通诗文、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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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书法、篆刻、建筑 [27]等，堪称明文化全才。 他在

辅助隐元弘法日本的同时传播明文化，于传播种

痘医术、篆刻艺术方面更具有开创之功。 [28]

（三）日僧感佩

从隐元决定东渡开始，长崎三福寺僧团与众

檀越就翘首以盼，而长崎以外的日本各地，本土

僧侣们也纷纷赶来，除临济宗、曹洞宗的僧侣外，

真言、天台、法相等宗派皆慕名谋面求示。龙溪宗

潜（1602-1670） [29]就是其中的代表。 龙溪出身日

本京都奥村氏，15 岁出家。 隐元东渡时他已是京

都妙心寺住持，是江户时期临济宗的名僧。 他早

在三年前就读过《隐元语录》二卷，隐元渡日的消

息使他欣喜若狂。 1654 年七月 [30]赶到长崎恭迎隐

元，一见即为其禅风倾倒，决意邀请隐元入京都

弘法。 无奈妙心寺内反对派强烈抵抗隐元进住，

招请隐元住持的活动终告失败。然而龙溪拥护隐

元的立场始终不变，转而说服幕府建立新寺以挽

留隐元， 并甘心放弃妙心寺住持地位嗣法于隐

元，成为黄檗派禅僧，重取法名为性潜。

在说服幕府挽留隐元，进而辅助隐元开山建

寺的过程中，龙溪不辞辛劳，多次奔波于江户与

京都之间。 龙溪努力了整整 5 年，终于在 1659 年

五月等到幕府赐地建寺挽留隐元的决定 。 1661

年四月， 龙溪与慧林性机代表隐元前往江户，谒

见将军表达谢意。 五月八日，隐元命名新寺为黄

檗山万福禅寺， 着手建造。 1663 年一月十五日，

隐元于新成的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开堂说法，为国

祈福祝圣，幕府官员与日本佛教各宗代表都参与

了这一盛会。这标志着隐元为首的黄檗宗法系东

渡弘传事业的正式展开，以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为

檀越的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至此建立。龙溪的献

身支持终结硕果，可谓是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的

开山功臣。

隐元 1654 年初到东瀛， 活动仍被限制在长

崎一带，但到他真正深入江户腹地，获得幕府任

命开山创派，仅仅花了 5 年时间。 在当时闭关锁

国的江户，对一位外籍僧人来说，这样的功绩光

靠隐元一行二十多人及唐人华侨的力量几乎是

不可能的。 除了龙溪之外，隐元在日还有独照性

圆 [31]、独本性源 [32]等法嗣，正是有了龙溪等日本僧

俗奔走鼎力，让法团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得以共

结殊胜的因缘。

反观当下， 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过程中，尤其在战略开展初期，优质的人才不可

或缺。 具有人脉优势的当地华侨华人是开路先

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界学者和科研人才

是推进保障，此外大力度培养相关领域的小语种

人才也很有必要。

二、政治保障

六载寓扶桑，乌藤横海岛。

不愁云水笼，莫羨熏风早。

特地自翻身，笑吟归去好。

谁知长者闻，赏音妙节操。

大言炎不华，上意重珍宝。

瑞光贲远人，择地净如扫。

金汤沸且严，令法久长保。

盛世大典章，中兴佛日杲。

大哉育物心，霜露及时到。

中外悉皆临，知恩洪莫报。

默默仰苍苍，无疆是所祷。

———己亥季夏承上旨意留附京开创，隐

元隆琦作 [33]

（一）幕府支持

虽然有福清法嗣、故土名士和日本高僧的鼎

力护持和忠恳追随， 但身处异土开基谈何容易？

在初到长崎的 1654-1659 年的 5 年间，隐元的弘

法之路可谓波折重重，而其最终成功，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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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归功于日本执政幕府的倾力支持。

当隐元初登长崎时，就已引起幕府方面的注

意。他的名声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远，以至于长

崎附近的百姓，乃至京都妙心寺的僧人都赶赴长

崎听法；他的僧团如此紧密而坚定，对长崎一代

的唐人号召力极强 [34]，如果弘法是假，搅乱政局

是真，那后果不堪设想。 在弘法影响不断扩大的

情况下，隐元也一时对前景满怀乐观，应龙溪邀

前往京都，打算先暂住摄州普门寺，再择日进住

妙心寺， 更连续发信召令留在国内的木庵和即

非。 不料刚至普门寺即被幕府软禁，时间长达一

年。幕府方面怀疑隐元不为弘法，而为政治、军事

目的而来。

转折点是前京都所司代 [35]板仓重宗 [36]的出

现，1655 年十月十二日， 板仓重宗到普门寺会见

隐元，考察其来历。初次会面时板仓绵里藏针，称

“贵邦广大，恐此土狭小，不称师意”，但隐元强调

国不论大小，贵在为政者的德行。 反过来敦促板

仓等幕府官员要“摧邪扶正，令法久住”，再次表

达自己“起三百年祖风，以报佛恩”的弘法本意。

此次会面赢得了板仓的信任和倾慕 。 十月十九

日，他再次访问隐元，把话题转向了参禅，问答之

间透露禅机。 此次问答后板仓皈依三宝为佛弟

子，隐元为之取法名性空，板仓更立即启请隐元

在普门寺开堂说法。当年十一月板仓亲自参加了

隐元的开堂法会 [37]，与前面两次在长崎兴福寺 、

崇福寺以唐人为檀越的开堂不同，普门寺开堂是

以德川幕府的代言人、 前京都所司代为檀越的。

这说明隐元黄檗派开始得到幕府的直接保护，向

日本上层社会逐步展开。此后虽然有京都妙心寺

的晋山不顺，动摇了隐元的弘法愿景 [38]，但最后

在龙溪性潜的奔走、幕府老中 [39]酒井忠胜的牵线

之下， 隐元一行往江户觐见四代将军德川家纲，

并最终获得了日本最高权力者的高度认可和信

任，等来了幕府建新寺挽留的决定。 幕府对隐元

弘法的态度经历了监视阶段、信任阶段和扶持阶

段。 正是隐元在面对幕府时始终表现出的冷静、

自信、宽容与坚持，才有了这三个阶段的递进与

转变。

（二）皇室皈依

虽然江户时期武家才是实际掌权者，但皇室

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威严与影

响。 而隐元不但取得了幕府的大力支持， 也以

其个人魅力和禅宗修养深得日本皇室的敬爱。其

中最重要的当属文英夫人的敬仰、后水尾法皇的

皈依和灵元天皇编撰的《桃蘂编》[40]。 文英夫人原

出身贵族 [41]，丧夫后奉召在宫中养育刚出生的皇

子 [42]。 隐元入住靠近京都的摄津普门寺以后，文

英夫人经常拜访请示，来往间将隐元的事迹及其

临济宗黄檗派的禅风影响于日本上流社会，给当

时身处弘法困境的隐元莫大的支持。 [43]

后水尾法皇 （1596-1680) 是灵元天皇的生

父 ， 年少隐元 4 岁 。 法皇在日本庆长十六年

（1611)16 岁时即位，34 岁让位，56 岁在京都相国

寺剃发出家。隐元渡日时，法皇已剃发 3 年，在宫

中专心从事文教与修行 [44]。 按照当时日本皇室的

规定，天皇不接见外国僧人，所以法皇与隐元没

有会面过，主要通过隐元法嗣的日僧龙溪性潜等

人展开交往。 法皇倾心于隐元的禅风。 1663 年五

月二十五日，法皇通过龙溪性潜向隐元请教禅宗

心要。 隐元以呈递法语的形式作了书面回答 [45]。

后水尾法皇的问法，意味着隐元及其黄檗宗在得

到德川幕府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日本皇室的正

式认可。

在当时幕府掌握政治、皇室代表文化的二重

构造的日本社会中，隐元及其黄檗宗因而具备了

高尚的社会地位。 1667 年法皇以己事究明的悟

境，得到龙溪认可成为法子，属临济宗下第三十

法 音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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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 没想到法皇竟成了龙溪唯一的嗣法弟子，

三年后的 1670 年八月十五日， 龙溪应请到摄津

西成郡九条岛住九岛院， 因暴风雨突袭不幸遇

难。 这个突发事件令法皇与隐元深受打击，且法

皇身份地位特殊不便直接授徒，黄檗宗内龙溪以

下的法系传承，因此成为了一个问题。 隐元态度

审慎，希望法皇独力受持，回信道：“今正统会下

虽未有人，唯冀陛下勉力受持，以寿将来，俾佛日

重光无尽，是山野之至望也。 ”法皇最终承接了隐

元的法系 [46]，在其故后的 1685 年四月，高泉性潡

遵照遗命， 以法皇遗留的诗偈与拂尘付与晦翁

宝。从此，黄檗宗内由法皇继承的龙溪法脉，得以

流传，至于今日。

作为两位年近 80 的老人， 作为同是长期实

践佛法的修行者， 法皇与隐元虽然从未谋面，但

两人的情谊超越生死，更超过了一般师徒或君臣

的关系，二人生前曾有大量的来往诗信，或为问

答，或为赞颂。 法皇逝后，其子灵元天皇（1654-

1732)敕令编撰并亲自作序的《桃蘂编》[47]，将隐元

东渡、开山，与自己出生、即位的时间巧合加以联

系，在显示皇室高尚的同时，也大为赞扬和尊崇

隐元的德行，《桃蘂编》也因此在黄檗宗、日本皇

室中流传，影响至今。 隐元重病期间，法皇叹道：

“师者国之宝也，倘世寿可续，朕愿以身代之。 ”[48]

法皇对隐元这样的敬慕，是令人感动的。 而由法

皇开始的对隐元的国师封号，成了后世皇室执行

的一个惯例。

（三）世代追嗣

隐元逝世的前一日，后水尾法皇赐给他大光

普照国师封号。 此后，在每隔 50 年的隐元忌日，

日本皇室给隐元追加封号成为了惯例。 迄今为

止，日本皇室六次赐予隐元封号，即大光普照国

师 、佛慈广鉴国师 、径山首出国师 、觉性圆明国

师、真空大师、华光大师。

1872 年是隐元寂后第二百年，由于处于幕府

被推翻、皇室复辟的过渡阶段，皇室似乎无暇考

虑隐元的封号，只于 1882 年由宫内省发出公文，

通告明治天皇赐京都黄檗山亲笔竖额“真空”，五

年后才加封隐元以真空大师号。

1972 年三月，昭和天皇加封隐元以华光大师

号 。 这一年恰好是中日关系彻底改善的一年 。

1972 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共

同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隐元的华光大

师号，也让热爱中国文化与黄檗文化的人们感到

欣慰，并引起对中日友好的更多期待 [49]。 隐元在

中日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或许将来还会通过日

本皇室的追封而体现出来。

隐元东渡日本，弘传鲜活先进的佛法和高水

准的汉文化， 不仅创立了日本最后一个佛教宗

派，也以覆盖面极大、渗透极深的“黄檗文化”，造

就了特殊的“江户文明”。 其影响持续久远，至今

仍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因此，隐元东

渡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是东亚文

化内部交流、 共同实现东亚海洋文明的盛举，更

是东方文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不同于“古海丝”

上灿烂的中华文化传播史，现在，周边国家比较

认同的是中国的“硬实力”，但是对“软实力”的认

可很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说，任何国家都必须两

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另一条腿则是

文化软实力 [50]。 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

一打就败；而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

打自败。习近平还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

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 ”[51]

因此如何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如何从文化传播

领域投入“新海丝”建设，是一个需要持续加强重

视的问题。 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上，在与合作

伙伴国及地区的谈判上，都应对文化领域给予足

够的关注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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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症下药

一声荼毒闻皆丧，遍野骷髅没处藏。

三寸舌伸安国剑，千秋凜凜白如霜。 [52]

———崇祯七年隐元求法偈颂

在崇祯七年（1633）一月向费隐求法印时所

作偈颂中，充分体现了临济宗风本身刚健燥辣的

魅力。 作为费隐通容座下的临济宗法脉第 32 代

正统 [53]，隐元曾在应对日僧瑶林质疑 《复示瑶林

善人》[54]中说：“自东来此土，迄今十载，专行济北

之道。 ”此时隐元已有 73 岁高龄，禅风可谓圆熟，

自认平生以弘扬临济禅风为己任。黄檗宗及黄檗

文化之所以能在东瀛开花结果，立宗开派，首先

在于其作为临济宗正传的宗风魅力。但彼时日本

佛教已宗派林立，黄檗宗能够开出还与江户佛教

整体趋衰、急需外援有关。 当时的日本佛教乱象

具有政治化、世俗化、保守化三大特点。

（一）政治化

明清之际，日本处于幕府统治下 ，以幕府将

军为首领、武士为主体的武家，将京都皇室为代

表的公家傀儡化， 成为实际掌权者。 而佛教作

为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 自然成为了

幕府的重点控制对象。 不同于对天主教的残暴

镇压 [55]，在对待佛教的策略上 ，幕府首先想到的

是为己所用，以便于禁止天主教，配合儒教巩固

幕府的思想统治。此外，织丰时期的频繁战事，崩

坏了佛教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幕府则借机重新

划分佛教界势力范围：一方面削弱以京都为中心

的，与皇室及公家关系密切的西部地区“朝廷佛

教”；另一方面扶植培养以江户为中心的，忠心于

将军的东部地区“幕府佛教”[56]。 利用自天武天皇

以来的本末寺传统，幕府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法规

法令 [57]，如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 [58]中的相关规

定、寺院诸法度、檀家制度、本末制度 [59]等。 “本末

制” 将原本只停留于法系联结的本寺与末寺，变

成了实质性的隶属关系；而岛原之乱后，加强并

推行于全国的“寺请制” [60]则名为管理，实为控制

和监视百姓。佛教因而阶层化、官僚化，彻底地政

治化了。

（二）世俗化

到了 1654 年，幕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

政局稳定伴随着经济发展，将扶植与抑制并存的

佛教政策固定了下来。 严格的寺檀关系，使得寺

院由布教道场，逐渐演变为管理民众的幕府地方

政权机构。 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而异

化为官吏。 他们陷入更多的世俗事务，权力过剩

而不思修行；他们收入丰厚却无需缴税，衣食有

余而日益腐败。在国家权力与稳定经济收入的双

重温床中，江户佛教僧风沉寂、民心离散。尤其在

宗派及义理上久无发展，日本佛教可说整体失去

了活力。

（三）保守化

武士阶级倾向于简易明了、直指人心的宗教

精神，旧有的以研究经典和祈祷法会为主的佛教

（天台宗、真言宗）因不能适应他们的意识形态而

逐步衰落。 “禅宗以其修行单纯、决断、自恃、克己

等戒律般的精神力量深得武家之心。 ” [61]但政治

化和世俗化直接导致了日本佛教的惰怠不前，集

中体现在义理发展方面。不同于旧有“朝廷佛教”

高僧的精进修学，幕府新扶植的效忠僧侣多为庸

俗之辈。 此外非佛教徒的贵族子弟代表公家，也

拥有解释和教授经典的权力，加上经典少、诠释

旧，难以满足信众的期待和需求。 这些都直接导

致了当时日本上下对中国大陆禅宗的强烈求知。

此时，保持中国大陆佛教传统戒律的隐元一

派 ， 携带着先进明文化而来 。 隐元及其弟子

“虽遭亡国之痛， 而志气不堕， 饱经忧患而节操

昂然” [62]。他们强劲的精神力量、刚健的面貌及新

颖的格调， 如空谷跫音震醒了当时的日本佛教

法 音 论 坛

51

C M Y K



二○一七年 第十期

界。 黄檗宗在临济宗风的燥辣之外，又兼收并蓄

了净土宗的念佛与律宗的持戒，给日本佛教界带

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复示瑶林善人》中，隐元

概括了其裹挟禅风的三个基本特点：静坐参禅为

根本的修行法门； 引自净土为方便的念佛方法；

严守戒律并重威仪的持戒传统。 其中，重视静坐

参禅，宣扬临济宗风，是隐元禅风的活力及魅力

所在，但文中主要回应瑶林质疑的，则是其对净

土宗念佛号的引入。作为中国佛教中两个重视实

践、普遍流行的宗派，禅宗与净土宗在唐代就出

现了融合的倾向，到明末禅净合流已成大势。 但

从现存语录可以看出，隐元虽肯定净土宗持名念

佛的妙处，但仍是坚持以参禅为本位的。 [63]

其次，《复示瑶林善人》中还说：“老僧自开堂

三十余载，凡剃度弟子，即令受沙弥十戒。 至年

长，次第登坛受具，付三衣一钵。 及到此土，并未

闻有受戒之事……此方之众， 亦不忘着衣持钵，

但只是名色而已 。 甚至钵盂作酒器 ， 可不哀

哉？！” [64]隐元禅风本就提倡严持戒律、重视僧众

威仪；针对日本佛教界的堕落糜烂，他更以大力

弘戒为己任。 1658 年， 隐元在摄津普门寺刊刻

《弘戒法仪》，规定了僧人出家后，应该次第接受

的三坛大戒 [65]；1663 年十二月一日，隐元在京都

黄檗山首开三坛大戒 [66]，重新把中国佛教的守戒

传统传播于日本社会。此外于京都黄檗山教团与

黄檗宗的内部管理上，隐元制定了《黄檗清规》，

使得黄檗宗依照明朝佛教的模式发展保持独立

性，这也刺激日本其他的禅宗派别整理恢复自己

派内的清规。

除了为日本佛教注入净土色彩和重树戒律

之外，隐元及其法嗣以高深的宗教修养和深厚渊

博的学识，讲经立说，在佛教经籍的整理注释、法

统及禅宗史梳理、佛教仪式梵呗、寺庙建筑结构

等等方面，皆有可观的成果；且黄檗宗在培养杰

出禅僧方面也建树颇丰，成功地把中国人传播的

临济宗，转换为日本人传承的黄檗宗。例如，木庵

弟子铁牛道机法源广被，仅开创的黄檗宗寺院就

达十几所，遍布日本四岛；木庵弟子潮音，兼学神

道儒，有《做禅论》《雾海南针》《大成经破文答释

编 》等流传于世 ；木庵弟子铁眼道光 ，集资主持

《大藏经》的雕印工作，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

为底本，花十数年 [67]完成共 6771 卷的黄檗版《大

藏经》 [68]， 使得佛经等能够普遍传播于一般社会

民众。

综上所述， 隐元东渡之所以能够结出硕果，

成为“古海丝”上中国主动走出国门传播文化的

成功案例，除了隐元隆琦的个人魅力和宗教修养

外，更离不开其储备优质的人才资源、争取有力

的政府支持，并注意在思想文化传播过程中结合

特定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发挥自身特长。而人

才资源、政府支持、因地制宜这三点在建设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挖掘开发其为文化交流

之路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和挖掘价值。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发展，因促成了隐元东渡等文化传播

的成果而提升了东亚内部的对话交流；而东亚这

一场域下和平发展的成功， 作为全球化的缩影，

亦可成为 21 世纪世界发展新模式的一个试金

石，隐元东渡弘法也因此具有了典范意义。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注 释：
[1]明灭之后 ，黄檗僧人的书面记录全部采用南明年

号， 因此本文以东渡时间 1654 年 7 月为界， 此前沿用明

朝及南明年号，此后为方便阅读，统一采用西元纪年。

[2]唐人东渡长崎后先是兴建妈祖祠堂 ，遇阻力后开

始创建寺院。 其中，长江下游出身者建成兴福寺 （俗称南

京寺 ）；福建泉州漳州两府出身者建成福济寺 （俗称漳州

寺）；福建省福州府出身者建成崇福寺 （俗称福州寺）。 此

三寺并称长崎“三福寺”。 见〔日〕文斋信春：《长崎土产》，

日本弘化四年（1847）刊本，爱知县黄檗堂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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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逸然性融（1601-1668)，逸然于 1634 年以药材商人
的身份东渡长崎 ，于崇祯十七年 (1644)出家 ，翌年入住兴
福寺。 逸然善于丹青，被尊为日本近世汉画之祖。 参考任

萍：《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 》，载 《浙江外国语学院

学报》，2012.2，第 71-77 页。
[4]文中日期皆为农历，因此不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5]平久保章 ：《隐元 》，东京吉川弘文馆 ，1962 年 ，第

88-89 页。
[6] 《黄檗隐元禅师年谱 》（初刊本 ），日本承应三年

（1654）十月刊，京都黄檗山存。
[7]独往性幽 ：《本师隐大和尚传赞 》，《黄檗隐元禅师

年谱》出刊本附录。 日本承应三年 （1654）十月刊本 ，京都
黄檗山存。

[8]禅宗临济宗一脉。
[9][10]平久保章编 ：《新纂校订隐元全集 》，东京开明

书院，1979 年（以下简称《全集》），第 2539 页。
[11]一说隆琦为他俗家名字 ，此处以 《黄檗隐元禅师

年谱》为准。

[12]柳田圣山 ：《近世日本仏教の改革———隱元 》，载

《禅と日本文化》，东京：讲谈社，1992.6，第 186 页。 转引
自林观潮：《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1 页。
[13]隐元于 1661 年初到京都黄檗山吟咏的心境 ，见

《全集》，第 3499 页。
[14]慧林性机（1607-1681），福清郑氏 ，隐元门下第十

六位法嗣，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第三代住持，开出黄檗宗

龙兴派。 参考高泉性潡著《东渡诸祖传》二卷，江户刻本，

京都黄檗山存，下同。

[15]独湛性莹（1628－1706），莆田陈氏 ，隐元门下第十
八位法嗣，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第四代住持，开出黄檗宗

狮子林派。

[16]大眉性善（1614-1673），泉州晋江许氏 ，隐元门下
第十九位法嗣，开出黄檗宗东林派。

[17]南源性派（1631-1692），福清林氏 ，隐元门下第二
十一位法嗣，开出黄檗宗万松派。

[18]独吼性狮（1622-1688），福清朱氏 ，隐元门下第二
十二位法嗣，开出黄檗宗万松派。

[19]参考解小青 ：《明末黄檗禅僧与日本书法———以

黄檗三笔隐元 、木庵、即非为中心》，载 《中国书法 》，2011.
9，第 71-77 页。

[20]林希逸（1193-1271），南宋最后一位理学家 ，字肃
翁，一字渊翁，号竹溪，又号鬳斋。 著有《竹溪十一稿》九十

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佚。 今存《竹溪十一稿诗选》

一卷、《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三十卷。 事见《宋元学案》卷

四七等。 儒、道、佛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日本，影响极大。

[21]关于这点，主要参考池田知久教授的说法 。 参见
池田知久 ：《林希逸庄子———虏斋口义在日本 》； 周一良

译，载周启成校注：《庄子虏斋口义校注 》，中华书局，1997
年，第 517-533 页，特别是第 525 页部分。

[22]独往性幽 ，原名欧琪 ，字全甫 ，福州府侯官县人 。
永历六年（1652)投黄檗山跟从隐元出家。协助隐元著有年
谱和语录，流传日本，最后从戎战死。

[23]独耀性日 ，原名姚兴 ，字翼明 ，浙江省海宁县人 。
明亡后，他起兵抗清，监国鲁壬授他职方主事 。 永历六年

（1652)冬，依隐元出家，落发为僧。 独耀道德文章俱佳，深
得隐元信任，执掌记室，成为隐元的重要弟子 。 参与及编

集 《颂言 》，撰写 《隐元禅师年谱 》，营葬钱肃乐 ，帮助隐元

东渡日本。

[24]独立性易 ，原名戴笠 ，又字曼公 ，号荷鉏人 ，天外
一闲人，天闲老人，就庵，出身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 ，先

祖为东晋名士戴安道。

[25]见高玄岱《明独立易禅师碑铭 》，现存于日本埼玉
县新座市野火止平林禅寺境内戴溪堂中。

[26]朱之瑜（1600-1682)，明清之际学者、教育家，字楚
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人称

征君 。 南明亡后 ，东渡定居日本传播儒学 ，提倡 “实理实

学 、学以致用 ”，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 ，著有 《朱舜水

集》。

[27]1664 年四月到八月，独立于岩国（今山口县岩国）
为吉川父子诊疗。 期间以杭州锦带桥的建造技术，帮助岩

国建成五孔相连的拱桥，称为锦带桥 。 锦带桥保存至今，

虽屡经修复， 依然保持当年形态 ， 被日本建筑界称为奇

桥。 2004 年，岩国锦川锦带桥与中国杭州西湖锦带桥结为
友好姐妹桥，并立碑纪念。

[28]石村喜英 ：《深见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

上における玄岱と黄檗独立禅师传一 》， 东京雄山阁 ，

1973 年。
[29]后改名为龙溪性潜 ，黄檗宗万松派开祖 ，隐元的

第十七位法嗣。

[30]因十七世纪中日两国古籍中都还使用农历 ，因此
月份不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而保留汉字大写。

[31]独照性圆（1617-1694 年），日本江州富田氏，黄檗
宗直指派开祖，隐元的第二十法嗣。

[32]独本性源（1618-1689 年），日本房州法木氏，黄檗
宗海福派开祖，隐元的第二十三位法嗣 ，也是隐元的最后

一位法嗣。

[33] 《己亥季夏承上旨意留附京开创 》， 《全集 》，第

2661 页。
[34]当时幕府对大陆情势极度敏感 ，而长崎唐人众

多，成分复杂。 隐元在唐人社会中威望过重 ，无形中成为

法 音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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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唐人社会的中心，这种情况是幕府所不希望的。

[35]京都所司代是德川幕府管理京都一带的最高行
政官员。

[36]板仓重宗 （1586-1657），日本安土桃山时代至江
户时代初期谱代大名，下总国关宿藩初代藩主 、京都所司

代。

[37] 《五畿内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语录 》， 《全

集》，第 1756 页。
[38]根据《全集》中当时所作的诗偈来看 ，大多都流露

了希望归国的心境。

[39]指幕府重臣。
[40]在后水尾法皇的皇子中，灵元天皇（1654-1732)因

为年幼与在位天皇的身份，与隐元并无直接来往。 但由于

天皇养母园光院文英夫人与生父后水尾法皇崇敬隐元 ，

所以天皇应该从小耳闻隐元等东渡僧人的事迹。 灵元天

皇出生于隐元离开福清黄檗山准备东渡的当年当月 ；又

即位于隐元于新黄檗山开堂说法 、 黄檗宗得到佛教界内

外正式认可的当年当月。 这两个偶然巧合的日期，在隐元

圆寂 32 年后的 1705 年被灵元天皇载入《桃蘂编》。
[41]据高泉性潡《大悲山圆通寺碑铭》所记载，文英夫

人出身贵族，丈夫逝世后，因德行而奉召养育皇子。

[42]就是后来的灵元天皇（1663-1687 在位）。
[43]《园光院文英夫人荐夫若州守 》，《全集 》，第 1865

页。

[44]在日本历史上 ，后水尾法皇是少数几个笃信佛

教，却能保持理智，稳健修行，且造诣颇深的天皇之一。

[45]《法语》，《全集》，第 3233 页。
[46]“代付论 ”“隐元禅师启书 ”，吉永雪堂写本 ，京都

黄檗山存。

[47]《桃蘂编 》三卷 ，日本宝永二年 （1705）藤原韶光
编，灵元天皇序。 爱知县黄檗堂文库藏写本。

[48] 《普照国师年谱 》宽文十三年癸丑 ， 《全集 》，第

5259 页。
[49] [日 ]高桥良和 ： 《黄檗山万福寺 》，京都昭荣堂 ，

1976 年，第 259 页。
[50]软实力 （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

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首先提出。 他认为，“软

实力是一种能力 ， 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

的。 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 、 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

策。 ”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它与“硬实

力”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

的重要指标 。 详见 〔美 〕约瑟夫·奈著 、马娟娟译 ：《软实

力》，中信出版社，2013 年。
[51]转引自张国祚：《文化软实力研究》，载《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2015.1，第 42-45 页。

[52]《行实》，《全集》，第 853 页。
[53 隐元青年时入明末临济宗的中兴人物、天童派开

祖密云圆悟会下，后嗣法于密云法子费隐通容 ，费隐在隐

元首次出任福清黄檗山住持时手写的源流 ， 可以清晰地

看到隐元所传承为临济宗法脉 32 代正统。
[54]这封书信是隐元针对日本僧人瑶林对其禅风的

三大质疑而作。 收入《全集》，第 3316 页。
[55]室町幕府末期天主教在日本迅速传播，江户幕府

对日益强大的天主教势力采取残暴镇压。 著名的岛原、天

草之乱就是对这种宗教迫害的大规模反抗。

[56]例如 ，相对于天台宗本山的京都比睿山延历寺 ，

1625 年幕府在江户令天台宗僧人天海 （1536-1643) 创建
东睿山宽永寺，升格为天台宗在东部地区的总本山 ，权力

凌驾于延历寺之上。

[57]幕府在创建翌年，即陆续颁布统制各宗派或者个
别寺院的法令，至 1616 年已多达四十多条。

[58]乃江户幕府确立它与天皇和公家关系的法例。
[59]详见 〔日 〕村上专精 ：《日本佛教史纲 》，商务印书

馆，1992 年，第 235-287 页。 其中本末制在镰仓时期被强
化及改造，幕府下令禁止建立新寺 ，将各地所存古刹全部

编入特定宗派。 规定本山与所属末寺之间具有严格的隶

属关系，将末寺置于本山绝对管辖之下 ，实质上由国家政

权完全控制。

[60]寺请制度规定国民都要归属于寺院 ，成为檀家信
徒，负责维持寺院费用及僧侣生活 。 与之相应，寺院建立

宗门户口簿 ，僧侣具有户籍公证的特权 ，信徒在结婚 、生

产、死亡，乃至迁移外出、蓄养奴婢时，都要从寺院获得核

查证明，由僧侣参与主持。

[61]铃木大拙著 ，陶刚译 ：《禅与日本文化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 38 页。
[62]林观潮：《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1 页。
[63]他鲜有提及净土宗念佛的义理与具体方法。 即使

应请为修行净土宗的弥陀会信众说法，开示也充满禅意。

[64]《全集》，第 3316 页。
[65]即沙弥戒、比丘具足戒、菩萨戒。
[66]《普照国师年谱》载 ：“腊月朔日，设为戒坛 ，用资

恩有 ，计师开堂将三十载，说戒一十六度 ，受戒弟子不知

其数。 而此土则成初会，为开戒之祖。 四方见闻，莫不归

心，至有感激涕零而不已者，叹戒法之难遇也。 ”

[67]一说 20 年，因他三度募集资金，却又两度用于赈
灾，自离他发愿印经的时间算起，整整 20 年。

[68]也称铁眼版一切经 、黄檗版一切经 ，是日本由民

间财力支持的首部方册《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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